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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导底线心智是指领导者为达到业绩要求的底线目标而忽略道德准则等其他需

要优先考虑事项的一种思维模式。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通过分析245对

上下级匹配数据发现：当团队领导者底线心智程度较高时，团队成员更可能为获取本团队的利

益而实施不道德行为，即亲团队不道德行为。道德推脱在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

为间发挥中介作用，领导底线心智可能使员工通过在心理上将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归责于作为

权威人物的领导者，或者以团队利益为指向为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开脱，而减轻道德负罪感和良

心谴责。同时，团队成员对团队领导的认同程度越高，领导底线心智的上述影响作用越强。亲团

队不道德行为往往会加剧团队间的不良竞争，不利于团队间协作，对组织有较大危害。本文的

研究结论提示企业，应警惕和纠正领导者的底线心智，培养大局观，加强对员工的道德引导，促

进团队间的良性竞争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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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亲团队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UPGB）是指员工为保护或提升自己所在

团队及团队成员的绩效和福祉，而表现出的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Thau等，2015）。在组织中，

由于整体资源的有限性，不同团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Tsai，2002）。为提升本团队的地位和绩

效，争取有利资源，维护团队成员利益，部分员工会表现出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例如，刻意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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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升其他团队绩效的关键信息，诋毁其他团队的声誉，帮助内群体成员隐瞒不道德行为

或过失行为等（Thau等，2015）。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会加剧团队间的不良竞争，不利于团队间协

作，最终会损害组织的长期利益（Dunlop和Lee，2004）。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产生的机制，以便对其进行有效管控。

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诱因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讨，包括员工个人特质、团队网络关系

等。而团队领导作为员工在工作场所的直接汇报人，具有分配资源的权力，其思维模式会对员

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Raven等，1998；Gallego-Roquelaure，2020）。在当今的经济环

境下，管理者在确保底线结果（如利润、绩效目标和股票价格）方面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Piccolo等，2012）。为了达到底线结果（即绩效目标），管理者可能表现出一种忽略其他事项的

单维思维模式，即底线心智（Greenbaum等，2012）。强调底线的思维模式有利于组织完成客观

指标，但一味关注底线结果而忽略获取结果的途径，从长期来看会对组织产生不利的后果

（Eissa等，2019；Lin等，2021）。尽管已有相关研究探讨领导底线心智的消极面（如Babalola等，

2020；Farasat等，2020），但未有文章从道德机制的视角出发探究领导底线心智对利他性不道德

行为的影响过程。道德机制的选择、道德情境的触发与利益获取密不可分（Cohen和Loeb，
1984；Garriga和Mele，2004）。同时，由于对道德因素的忽视，商业社会已经蒙受巨大损失。近年

来发生的多起企业伦理事件，例如国内的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国外的安然事件等，其诱因很大

程度上在于企业领导者对底线利益的追逐和对获取利益途径的漠视，进而导致企业的衰败乃

至社会对相关行业的不信任（Sim和Brinkmann，2003；范佳和叶志锋，2019）。底线心智强调利

益获取，却忽视获取利益结果的途径，为不道德行为机制的触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已有研

究表明，员工对管理者底线心智的感知会引发其自我利益导向的认知以及对顾客的不道德行

为（Babalola等，2020）。团队利益与员工的自我利益联系紧密，员工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试图

帮助团队在与其他团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进而使得员工的自我利益得到满足和提升。因此，

本文假设领导底线心智能够预测员工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Bandura，1986），我们进一步提出员工的道德

推脱在领导底线心智和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
是个体发展出的一系列认知机制，这些机制能够减轻个体因表现出不道德行为（如社会阻抑行

为）而产生的负罪感和良心谴责（Bandura，1999）。已有研究表明，自我利益导向的认知和员工

底线心智是领导底线心智影响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中介机制（Greenbaum等，2012；Babalola等，

2020）。但目前没有研究从道德机制的视角出发探究领导底线心智的作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

重要的道德机制，员工的道德推脱会被领导底线心智激活，进而削弱员工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

约束和监督，导致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此外，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和Turner，1986），我们探讨了领导认同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领导认同（leader identification）
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类型，指个体根据自身和领导的关系身份对自我进行定义的状态。高水平的

领导认同意味着员工将领导作为自我行为的重要参照点（Kark等，2003；Sluss和Ashforth，
2007）。直属领导作为员工在工作任务上的直接汇报人，对员工的绩效产出具有直接的指导责

任。这意味着在日常相处过程中，领导更可能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下属。同时，

领导底线心智代表的是领导个人的思维模式，并不一定与组织所倡导的认知倾向相一致，因此

本研究选择领导认同而非组织认同作为边界条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高水平的领导认同意味

着员工将领导视作角色榜样，并愿意表现出能够维持与提升自身与领导关系的行为，即使该行

为具有不道德性（Zhang和Chen，2013；李晔等，2015）。员工对领导的认同度越高，领导的底线

心智就越能为员工的道德推脱提供充分的理由，员工也就越可能放松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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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河南省和江苏省四家中小型企业的各项目团队，涵盖了工程项目管

理、生产制造等业务功能。数据收集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各阶段之间间隔一个月，最终获得了

245对上下级匹配数据。本研究的贡献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尽管组织管理研究已

开始关注组织内部的利他性不道德行为，但目前的研究焦点主要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随着团

队日益成为工作场所的主要组织模式，本研究围绕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展开研究，能够拓宽利他

性不道德行为研究的边界，丰富相关研究。第二，道德视角是讨论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重要理

论视角，基于此本研究引入“领导底线心智”（即一种强调绩效而忽视绩效产生过程是否道德的

心理模式），试图从道德视角揭示领导底线心智如何通过诱发员工的道德推脱而导致亲团队不

道德行为的产生，丰富了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是否

能够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员工是否认同领导的行事逻辑，因此，本研究将领导认同作

为边界条件考察领导底线心智何时会诱发亲团队不道德行为，澄清了领导底线心智发挥作用

的边界条件。总的来说，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亲团

队不道德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和边界，旨在拓展对亲团队不道德行为成因的认识，深入理解其

形成过程，并帮助企业降低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促进团队间良性竞争和有效协作。

二、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一）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底线心智（bottom-line mentality，BLM）是指个体的一种单维思维模式，即个体为追求底线

结果（即绩效目标）而忽略其他可能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如道德准则），其中，底线在审计术语

中代表企业的审计表单中最下面显示收益或者亏损的线（Greenbaum等，2012）。底线结果是个

体必须要达成的目标，持有底线心智模式的个体倾向于关注自己看重的事物，并最大限度地降

低其他事物的重要性及优先级排序，以确保达成底线目标（Mesdaghinia等，2019）。例如，如果

流水线作业的生产率是一名操作员的底线标准，这名员工就可能会为了追求生产数量而忽视

所加工产品的质量。同样，如果销售额是销售人员的底线标准，销售人员就可能为了追求更高

的销售额而欺瞒顾客。Eissa等（2019）研究发现，为了达到底线结果，具有高底线心智的员工会

减少自身对周围同事的组织公民行为。底线心智强调只有获得底线结果才是“胜利”，而取得任

何其他结果都会被视为“失败”（Mesdaghinia等，2019）。对于管理者而言，底线结果就是团队绩

效的提升，这是管理者获得个人利益（如晋升、声誉和奖金等）的重要手段（Bonner等，2017；
Rice和Reed，2021）。因此，管理者的底线心智会使其过分强调团队绩效，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提升团队绩效过程中的道德准则。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环境因素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及行为表现（Bandura，1986）。在工作场

所，团队领导是影响员工认知及行为表现的重要环境因素。员工感知到团队领导的底线心智

后，会认为追求底线结果（即绩效目标）而忽略其他可能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如道德准则）的

认知方式是合适且值得提倡的。在该认知方式下，员工更可能为了实现团队绩效而做出不道德

行为。除了被动的环境感知，主动“观察学习”也是社会认知理论的关键要素（Bandura，1986）。
高底线心智的领导往往会表现出为了达到团队绩效要求而忽略其他可能需考虑事项的行为。

在道德情境中，即领导更可能表现出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在此情形下，员工进行“观察学习”，也
会更倾向于忽略道德准则来达到团队绩效要求。

领导的底线心智会通过领导外显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向团队成员传递底线信息。一方面，

底线信息反映了领导的绩效导向和对团队绩效的预期，无法达到领导预期的员工将被视为不
 

12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10期）



合格的团队成员（Mesdaghinia等，2019）。这些团队成员由于无法达到领导的要求，可能会遭受

领导的辱虐（如言语攻击、信息隐藏等），失去晋升和涨薪的机会，遭受内群体排斥，甚至被辞退

（Mesdaghinia等，2019）。因此，为了达到领导的底线要求，员工倾向于片面追求短期绩效结果

和团队内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和更大范围（如组织、社会）的利益。例如，门店店长将销售业绩

定为底线目标，则一线员工为了达到目标可能会无意识地表现出不道德行为，如恶意抢夺客户

资源等。另一方面，底线信息也暗示了团队成员在达成底线目标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即员工

认为可以通过不道德的方式实现团队目标（Callahan，2004）。例如，门店店长为追求业绩领先，

会对销售人员恶意抢夺门店客户资源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销售人员看来，他们的

不道德行为得到了领导的默许，他们就更可能为了追求底线目标而违背道德准则。

领导的底线心智会导致团队成员行为的不道德性，并且这种不道德行为往往表现出亲团

队特征。原因在于：第一，团队利益与员工利益具有强相关性，且亲团队性质的不道德行为风险

较低。在工作场所，员工获得的绩效奖金与团队绩效密不可分，即员工能够通过亲团队行为提

高团队绩效，进而间接获取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在项目制团队中更为突出（Peterson和Corporation，
2007）。同时，与直接利己性不道德行为（如偷窃、挪用公款等）相比，亲团队性质的不道德行为

更具隐蔽性。第二，团队利益和领导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Bornstein，2003）。领导绩效取决于团

队绩效，团队的高绩效能够帮助领导赢得声誉，获得高薪和晋升机会；相反，团队利益受损，领

导要承担责任，甚至可能面临降职、减薪和被解雇的风险。具有底线心智的领导有维护团队利

益的强烈动机；在领导底线心智的影响下，员工的不道德行为更可能指向团队利益（Crotts等，

2005）。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领导底线心智和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领导

的底线心智是员工实施不道德亲领导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Mesdaghinia等，2019）；此外，

Greenbaum等（2012）的研究表明，领导底线心智会通过员工底线心智增加员工的不道德行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领导底线心智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员工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呢？社会认知理论认为，

环境因素、人的主体因素以及行为三者能够相互影响，具有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Bandura，
1986）。道德认知与判断是个体内在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道德行为的产生又依赖于个体

对于道德的主观感知。Bandura（1999）认为，道德机制在社会认知情境中具有其特殊性。鉴于

此，Bandura（1999）在社会认知主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推脱概念，即个体发展出的能够

降低其因表现出不道德行为（如社会阻抑行为）而产生的负罪感和良心谴责的一系列认知机

制。简言之，道德推脱是社会认知理论在道德领域的一个典型心理模式。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

体会发展出一系列道德标准来调节自身的道德行为；当个体的行为违背了其内在道德标准时，

个体就会产生负罪感并受到良心谴责（Bandura，1986；Detert等，2008）。因此，个体倾向于实施

与内在道德标准相一致的行为。但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过程可以激活道德标准，也可以抑制道

德标准的作用。道德推脱就是个体通过道德自我调节过程降低道德标准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

约束，并为这些不道德行为寻求自我验证和支持的心理机制（Brief等，2001；Hsieh等，2020）。道
德推脱包括三类机制（Bandura，1999；Duffy等，2012）：第一类机制是歪曲结果，具体包括责任

转移、责任分散和弱化伤害；第二类机制是重构不道德行为，具体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和有

利比较；第三类机制是贬低受害者，具体包括对受害者去人性化、将错误归因于受害者。

领导底线心智通过道德推脱的三种主要机制发挥作用，致使员工产生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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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领导底线心智所释放的信息被员工用来歪曲结果。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环境能够影响个

体的感知，进而决定个体的行为（Bandura，1986）。在工作场所，领导的行为表现是影响员工认

知和行为的重要环境因素。具体来说，当员工认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来自于权威的要求（如领

导的要求）时，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行为的责任归于领导，并认为自己不应该对不道德行为负责

（Detert等，2008）。领导底线心智释放了“绩效优先”的信息，并暗示员工可以在追求高绩效表现

的过程中忽略道德准则，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如有意违背道德准则）来达到底线结果。这些

信息会被员工用于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归因，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归因于领

导的要求和保障团队的利益，通过责任转移减轻自己实施不道德行为的负罪感和愧疚感，最终

表现出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第二，领导底线心智直接指向团队利益，为员工重构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支撑。首先，社会认

知理论指出，认知调整是行为重构的基础与前提，而社会学习是促进个体认知调整的重要因素

（Bandura，1986）。在工作场所，员工往往将领导视作学习的榜样，对领导底线心智的感知会通

过社会学习的途径逐渐内化为员工的自我认知。在进行认知调整后，员工会接受和强化底线结

果的重要性，认为如果自己的行为能够帮助团队实现目标，对团队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道德准则可以暂且搁置。通过将个人不道德行为和团队福祉相结合，员工对不道德行为进

行了重新解释和辩护，以使其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Detert等，2008）。其次，员工通过委婉表达，

使用道德上“中立”的语言“美化”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使这些本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变得可以接

受（Bandura，1986）。比如，虽然员工刻意隐瞒有助于提升竞争团队绩效的关键信息，但是他们

会“美化”这种竞争行为，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和责任进行信息分享，且隐瞒信息是团队间竞争的

一种有效手段，只是为了确保本团队在竞争中取胜，以实现维护团队利益的目标。最后，一些员

工通过有利比较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与更有害的行为进行比较，以使不道德行为显得可以被

接受（Bandura，1986）。例如，销售人员认为传递虚假市场信息会损害竞争团队的绩效，但是隐

藏市场信息不会对竞争团队造成直接损失。因此，他们认为相较于传递虚假信息，隐藏信息是

可以被接受的。总的来看，领导底线心智会通过员工的道德辩护、委婉表达和有利比较帮助员

工消除实施不道德行为的负罪感，导致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第三，领导底线心智区分了“我们”和“他们”，促使团队成员贬损竞争对手。领导的底线心

智强调本团队的利益，让员工明确区分出“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个体的内群体偏见会

使其对其他团队产生刻板印象（Brewer，1979；Gaertner和Insko，2000），并倾向于认为对方是可

以被伤害的（Sims，1992；Bandura，1999）。在这种情况下，当员工表现出针对“外群体成员”的不

道德行为时，他们内心的道德标准和自责机制不会被激活（Struch和Schwartz，1989）。因此，领

导底线心智会带来群体区分，团队成员对竞争对手进行去人性化和责任归因，从而表现出亲团

队不道德行为。实证证据也支持了员工道德推脱与其不道德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比如，

Detert等（2008）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会导致不道德决策；Duffy等（2012）的研究发现，道德推

脱会带来社会贬抑行为；陈默和梁建（2017）的研究也表明，员工的道德推脱是其不道德亲组织

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道德推脱在领导底线心智和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领导认同的调节作用

如前所述，领导底线心智下道德推脱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满足领导的期望，获得积极

的领导反馈，员工对自身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员工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为了满足领导

的期望而进行道德推脱呢？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员工对领导的认可和接纳程度。根据社会认

同理论，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Dutton等，1994）。领导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指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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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和领导的关系身份对自我进行定义的状态。高水平的领导认同意味着员工将领导作

为自我行为的重要参照点（Kark等，2003；Sluss和Ashforth，2007）。在领导传递底线心智思维

时，由于领导认同水平高的员工将领导视作自我行为的重要参照点，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为了迎

合与满足领导的底线心智，通过道德推脱的途径实施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因此，本研究选择领

导认同作为边界条件，考察领导认同在领导底线心智和员工不道德亲团队行为之间发挥的

作用。

领导认同反映了下属对双方（领导与下属）关系身份的社会认同（van Knippenberg等，2004；
Zhang和Chen，2013）。从本质上看，领导认同反映了下属对领导认可、接纳和依恋的程度（魏峰

等，2016；张永军，2017）。较高的领导认同意味着下属对领导认可、接纳和依恋的程度较高，能

够增强领导对下属的影响力。一方面，下属的领导认同较高时，下属对领导与自身具有较高的

关系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下属会竭力满足领导的预期和要求，希望发展和维持良好的上下级

关系（Zhang和Chen，2013；李晔等，2015）。另一方面，下属的领导认同较高时，下属会主动接纳

领导的信念和价值观，并通过领导的特征来定义自己（孙健敏等，2013；张永军，2017）。综合考

虑以上两种情形，在关系预期和信念认可的双重作用下，员工具备为不道德行为开脱的动机

（即关系预期）和能力（即信念认可），领导的底线心智会对下属的道德推脱及后续的态度、行为

产生更强的影响。具体来说：

首先，高水平的领导认同会强化领导底线心智和下属歪曲结果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下属感

知到领导底线心智释放出的信息（如“绩效第一”等）时，下属的关系预期将成为其努力工作、维

持关系的重要内在动机（Zhang和Chen，2013）。当下属表现出不道德行为时，他们会更坚信自

己实施这样的行为是为了符合领导的预期和要求，即使有问题，也是领导的责任。其次，高水平

的领导认同会强化领导底线心智和下属重构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下属认同领导的信念和

价值观时，他们会信奉领导底线心智所传达的“团队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张永军，2017）。在
这种情形下，团队成员更可能会为服务于团队利益的不道德行为辩解。最后，高水平的领导认

同能强化领导底线心智和下属贬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领导底线心智反映了领导对“我们”与
“他们”之间明确的区分，高度的领导认同意味着下属认同领导的价值观，即下属也倾向于明确

区分“我们团队”和“他们团队”（张永军，2017）。此时，内群体偏好致使下属认为自己团队的利

益高于一切，从而更可能表现出对其他团队的贬损。相反，如果员工的领导认同水平较低，其对

双方关系的预期和对领导价值观的认可程度也将处于较低的水平。此时，下属为不道德行为开

脱的动机和能力降低，将较少表现出不道德行为。因此，领导认同会强化领导底线心智影响员

工道德推脱的三类主要机制，即领导认同在领导底线心智和员工道德推脱之间发挥正向调节

作用。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员工的领导认同正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和员工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这一

关系对于领导认同水平高的员工而言相对较强，而对于领导认同水平低的员工而言相对较弱。

结合假设H2和假设H3，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假设（见图1）：“领导底线心

智→道德推脱→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间接关系会受到员工的领导认同水平的影响。当员

工的领导认同水平较高时，他们更可能认可和使用领导底线心智所传递出的信息，以更好地进

行道德推脱，进而降低内心道德秩序对不道德行为的约束，最终表现出更多的亲团队不道德行

为。反之，在员工的领导认同水平较低时，领导底线心智所传递的信息将不被员工重视和认可，

员工为不道德行为辩解的倾向被削弱，其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也会减少。因此，我们提出以下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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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员工的领导认同正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之间通过道德推脱

而存在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这一间接关系对于领导认同水平高的员工而言相对较强，而对

于领导认同水平低的员工而言相对较弱。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流程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河南省和江苏省四家中小型企业的各项目团队，涵盖了工程项目管

理、生产制造等业务功能。调研对象包括项目团队中的员工和团队负责人。各项目团队的工作

过程及内容比较相似，每季度会进行项目进展排名，竞争比较激烈，且各项目团队经常共同开

会和培训，我们认为在此样本情境下研究亲团队不道德行为较为合适。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

的影响，数据收集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各阶段之间间隔一个月。在第一阶段，我们收集了员工

的描述性统计信息，以及员工评价的领导底线心智；在第二阶段，我们调研了员工对自身在工

作场所中道德推脱和领导认同的认知情况；第三阶段，我们收集了团队负责人的描述性统计信

息，以及团队负责人对团队内各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评价。

问卷匹配采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供各团队成员名单和手机尾号匹配的方式进行。团队

负责人和员工会在相应阶段的问卷中填写手机尾号，我们通过手机尾号得知问卷匹配情况。同

时，在数据收集工作正式开始前，我们向所有被调研对象承诺了问卷信息的保密性，并指出本

次调研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且参与行为是完全自愿的。

本次调研共邀请了47名团队负责人和304名匹配员工参与。第一阶段，发放员工问卷

304份，收回296份，回收率97.4%；第二阶段，发放员工问卷296份，收回268份，回收率90.5%；第

三阶段，发放团队负责人问卷47份，收回43份，回收率91.5%。在最终的样本数据中，匹配数据

为245份，整体有效回收率为80.6%。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量表均为英文量表，为保证中文问卷能够准确表达原始英文问卷的含

义，我们对所有的条目都进行了严格的翻译和回译（Brislin，1986）。
除了描述性统计数据，团队负责人还提供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变量的评价。

本研究选择由团队负责人评价员工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主要理由有三点：（1）亲团队不

道德行为的测量条目主要是对员工行为而非主观感知的描述；（2）团队负责人对与团队相关的

行为的判断，往往比员工个体更准确；（3）规避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本研究采

用Thau等（2015）的问卷测量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共5道题项，如“为了不被其他团队超越，该下

属即使发现其他团队的错误也不指出”和“该下属用一些不太好的方式将其他团队的同事排除

在公司资源的竞争之外”。基于李克特七级评分法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该

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

领导认同

领导底线心智 道德推脱 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图 1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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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描述性统计数据，员工还提供以下变量的评价：

1. 领导底线心智。本研究采用Greenbaum等（2012）的问卷测量领导底线心智，共4道题项，

如“只关心达成效益目标”“把效益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和“更关注盈利而非员工的幸

福感”。基于李克特七级评分法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84。

2. 道德推脱。本研究采用Moore等（2012）的问卷测量道德推脱，包括歪曲结果、重构不道

德行为和贬低受害者三个维度，共8道题项，如“如果是权威人物要求做有问题的事情，那么不

应该承担责任”和“如果犯错误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那么不该受责怪”。基于李克特七级评

分法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5。
3. 领导认同。本研究采用Mael和Ashforth（1992）的问卷测量领导认同，共3道题项，如“当

有人批评我的直属领导时，我会感觉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和“当有人对我的直属上司做出正

面评价时，我会觉得自己也得到了正面评价”。基于李克特七级评分法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

意，7=非常同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8。
以往研究发现性别和年龄与道德推脱存在显著关系（Kish-Gephart等，2014；Fine和van

Rooij，2017），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和工作年限

采用实际数据；性别（男性=1，女性=2）和学历（高中及以下=1，大专=2，本科=3，研究生=4）为虚

拟变量。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描述性与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领导底线心智与道德推脱

（r=0.34，p<0.01）、亲团队不道德行为（r=0.28，p<0.01）都显著正相关。同时，道德推脱与亲团队

不道德行为（r=0.37，p<0.01）也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为接下来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基础。
 

表 1    描述性与相关统计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42 0.49 —
2.年龄 33.56 6.75 −0.09 —
3.学历 2.49 0.84 0.08 −0.14* —
4.工作年限 6.20 4.48 −0.08 0.43** −0.19** —
5.领导底线心智 3.54 1.18 0.10 −0.05 0.07 −0.12 （0.84）
6.领导认同 5.28 1.39 0.10 −0.08 −0.02 −0.08 0.14* （0.78）
7.道德推脱 2.91 0.73 0.12 −0.08 0.00 −0.14* 0.34** 0.04 （0.95）
8.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1.83 0.62 0.07 0.07 −0.13 −0.16 0.28** −0.05 0.37** （0.86）
　　注：N=245；*p<0.05，**p<0.01；对角线上的值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Mplus 8.2对领导底线心智、领导认同、道德推脱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选取χ2、df、χ2/df、CFI、TLI和RMSEA这六项指标表征模

型的拟合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模型a为本研究假设的四因子嵌套模型，其相关拟

合指标表明模型的拟合情况良好，而备选的三因子（合并道德推脱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二因

子（合并领导认同、道德推脱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和单因子嵌套模型的拟合优度则明显差于

四因子模型。由此，各变量的区分效度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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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假设H1提出，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亲团队不道

德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领导底线心智与亲团队不道德行为显著正相关

（β=0.321，p<0.001）。由此，假设H1得到支持。

假设H2提出了中介效应。根据表3可知，当引入道德推脱变量后，领导底线心智对亲团队

不道德行为的作用受到了削弱，从0.321（p<0.001）减小到0.150（p<0.05），而道德推脱与亲团队

不道德行为的关系仍然显著（β=0.305，p<0.001），因而道德推脱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

研究还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在领导底线心智和亲团队不

道德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系数为0.1168，在9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0.0520，0.1817]。由此，假设

H2得到支持。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检验领导认同在理论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在回归前，已对相关变

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根据表3可知，领导认同在领导底线心智和道德推脱的关系间起到了正向

调节作用（β=0.239，p<0.001），交互效应图如图2所示。图2中，当领导认同高（高于均值1个标准

差）时，领导底线心智与道德推脱正相关（β=0.517，p<0.001），而当领导认同低（低于均值1个标

准差）时，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变得较弱，且不显著（β=0.039，ns）。由此，假设H3得到支持。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领导认同对道德推脱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当

员工的领导认同较高时，领导底线心智通过道德推脱作用于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间接作用较

表 2    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

模型 描述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模型a 四因子模型 444.322 164 2.709 0.917 0.904 0.074
模型b 三因子模型 666.316 167 3.990 0.853 0.832 0.110
模型c 二因子模型 1 188.473 169 7.032 0.699 0.661 0.157
模型d 单因子模型 1 763.093 170 10.371 0.529 0.474 0.196

表 3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道德推脱 亲团队不道德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量 −0.011 −0.007 −0.036 −0.007 −0.007 −0.005
性别 0.096 0.006 −0.002 0.157 0.082 0.080
年龄 −0.023 0.008 −0.027 0.015 0.039 0.036
学历 −0.011 −0.060 −0.030 0.024 −0.018 0.000
工作年限 −0.106 −0.108 −0.111 0.043 0.039 0.072
领导底线心智 0.321*** 0.278*** 0.247*** 0.150*

领导认同 0.045
道德推脱 0.305***

领导底线心智×领导认同 0.239***

R2 0.026 0.115 0.164 0.026 0.078 0.161
调整后的R2 0.010 0.097 0.139 0.009 0.059 0.140
ΔR2 0.089 0.049 0.053 0.083
F 1.603 6.204*** 6.626*** 1.551 3.963** 7.438***

　　注：*p<0.05，**p<0.01，***p<0.001；领导底线心智、道德推脱、领导认同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均进行了
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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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ρ高领导认同=0.0835，Boot 95%CI不包含0）；
当员工的领导认同较低时，领导底线心智

通过道德推脱作用于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

间接作用不显著（ρ低领导认同=0.0054，Boot
95%CI包含0）。根据Hayes（2015）提出的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系数Index=
0.0279，其Boot 95%CI为[0.0065，0.0624]，
不包含0。综合可知，道德推脱对领导底线

心智与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

应会受到领导认同的调节，即产生了被调

节的中介效应。因此，假设H4也得到实证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探讨了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

为的影响，并分析了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以及领导认同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当团队领

导者的底线心智程度较高时，团队成员更可能为获取本团队的利益而实施不道德行为，即亲团

队不道德行为。道德推脱在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领导底线

心智可能使员工通过在心理上将行为归责于作为权威人物的领导者，或者以团队利益为指向

等方式为自己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开脱，从而减轻道德负罪感和良心谴责。同时，团队成员对

团队领导的认同程度越高，领导底线心智的上述影响作用越强。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为利他型不道德行为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由利他动

机驱动的不道德行为，并探索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但大部分研究主要聚焦于亲组织不道德

行为，而对其他类型的利他型不道德行为鲜有关注（Umphress等，2010；Miao等，2013；Effelsberg
等，2014）。尽管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都属于利他型不道德行为，但两者所维

护的群体利益存在显著差异。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以牺牲其他团队的利益为代价使行为人自己

所在的团队获益，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以牺牲组织外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使

组织整体获益（Umphress等，2010；Thau等，2015）。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侵犯的利益群体与行为

人自己所在的群体同质，是在组织资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对组织内有利资源的争夺，而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侵犯的是组织外部利益群体，两者存在较大区别。也就是说，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相比，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对组织整体利益的直接损害更加明显。尽管已有部分文献探讨了

团队网络因素（Thau等，2015）、外部激励因素（陈默和梁建，2017）、领导风格因素（Miao等，

2013）等对利他型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但从领导者思维特质角度考察利他型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仍非常缺乏。本文为后续同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表 4    道德推脱在领导认同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低领导认同 0.0054 0.0226 −0.0376 0.0519
高领导认同 0.0835* 0.0282 0.0350 0.1488

间接效应系数 0.0279* 0.0142 0.0065 0.0624
　　注：*表示该效应值显著；低领导认同为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高领导认同为均值加上1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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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导认同对领导底线心智与道德推脱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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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研究为理解领导底线心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道德机制视角。尽管已

有相关研究探讨了领导底线心智的消极面（如Babalola等，2020；Farasat等，2020），但主要是从

员工认知、社会交换等视角进行讨论，对道德机制探讨较少。同时，道德情境的触发与利益获取

密不可分（Cohen和Loeb，1984），这与底线心智为追求底线结果而忽略获取结果途径的思维不

谋而合。因此，基于Bandura（1986，1999）的社会认知理论我们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机制，

员工的道德推脱会被团队领导追求底线结果的单维思维所影响，进而促进员工的亲团队不道

德行为。本研究揭示了领导底线心智影响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机制，拓宽了底线心智

在企业道德领域的研究应用。

第三，本研究阐明了领导底线心智发挥影响的重要边界条件——领导认同。根据社会认同

理论，领导认同会促使下属形成并分享与领导相似的价值观，进而使下属愿意表现出与领导一

致的行为（Sluss和Ashforth，2007）。员工可能会因为领导认同所带来的关系预期和信念认可而

竭力满足领导的要求，甚至主动接纳领导的信念和价值观，并通过领导的特征来定义自己（Zhang
和Chen，2013；李晔等，2015；张永军，2017）。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员工更

容易受到领导底线心智的影响”这一问题，发现对领导认同程度较高的员工更容易受到领导底

线心智的影响，进而表现出亲团队不道德行为。虽然已有部分文献探讨了影响领导底线心智所

发挥作用的调节变量，例如员工的尽责性（Greenbaum等，2012）、道德认同（Mesdaghinia等，

2019）等，但目前没有文献从领导认同的视角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拓展了领导底线心智引发

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边界条件，同时也丰富了领导认同研究。

（三）实践意义

本研究为管理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启示。首先，企业应重视领导底线心智可能带来的负面结

果。底线心智强调绩效结果的优先性，而忽视取得绩效途径的道德性（Greenbaum等，2012）。因
此，企业应积极关注中层领导在工作中的思维倾向，并尽力扭转团队领导的底线心智倾向。在

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领导力培训或者党小组学习等方式将组织大局观念传递给中层领导。此

外，企业也需要从绩效考核机制层面进行反思，如采用OKR、平衡计分卡的考核方式，来强调

除财务指标外的其他指标的重要性，并尽量提供柔性考核细则（Kaplan，1992）。同时，企业可以

加强工作过程中的监督，实施常规性工作进度汇报机制，以免在最终考核时出现为保住底线结

果而产生的不道德行为。

其次，企业应尽量规避由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带来的工作团队间恶性竞争。亲团队不道德行

为看似为工作团队争取了利益，实际上却以损害组织内其他团队和成员的利益为代价（Thau等，

2015）。这种情形的长期发展会引发组织内以团队为单位的竞争成本损耗，不利于组织的整体

良性发展（Dunlop和Lee，2004）。在管理实践中，企业可以采用360度绩效评价方式，通过工作团

队互评了解团队之间的摩擦情况，并及时进行调解（Brett和Atwater，2001）。企业也可以从宣传

角度入手，将“规避团队间恶性竞争行为”等要求写入员工手册或组织官方文件，以组织文化渗

透的方式对亲团队不道德行为进行预防和矫正。

最后，企业应积极关注道德因素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在管理实践中，企业要尽可能规避可

能激发员工道德推脱的制度。具体来看，例如，为了避免道德推脱中的责任转移和责任分散，组

织应建立清晰的责任机制，将工作责任落实到个体，使得不道德行为的实施者无法从心理机制

上将责任归于团队领导或者集体决策，进而抑制组织内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发生（Bandura，
1999）。同时，对于已经发现的不道德行为，应当直接表明企业对其不提倡的鲜明态度，以避免

员工对此类行为的模仿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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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在理论和机制方面：第一，尽管本研究引入领导认同作为调节

变量，但对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的探讨仍不详尽，可能

存在组织文化因素、员工个体特质因素、社会网络因素等更有效的调节因素。第二，本研究选择

从道德机制的视角探讨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但无法排除社会交换

机制、涓滴机制等可能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在研究方法上：第一，尽管本研究以一个月为间

隔分三次收集调研数据，力图使得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时间上的跨度，但是数据收集的时间间隔

仍然较短，且没有进行同一变量多来源的重复收集，因此无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等，2003）。第二，由于涉及不道德行为等隐私问题，本研究的问卷回收率比较低。但是我们对比

了所有被试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包括完全参与者、部分参与者以及未参与的员工和团队负责

人，发现他们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描述性统计差异。

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从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在理论层面，目前我们仅探讨了领导

底线心智对下属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同事的视角出发，探究同事的底线心智对员工不道

德行为的影响。同时，我们鼓励从更多不同的视角，以及引入更多不同的边界机制，来探讨领导

底线心智的影响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建议采用多来源的方式测量亲团队不道德行为，包

括员工自评、同事评价和主管评价等。同时，多次数据收集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延长，或者进行

严格的时间序列研究，来增强变量之间关系的体现以及排除共同方法偏差（Katila和Ahuja，
2002）。此外，我们鼓励使用更多行业和更多地区的样本数据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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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managers ar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ensure
bottom-line results（such as profits, performance targets, and stock pric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ottom-line results（i.e., performance goals）, managers show a single-dimensional thinking mode that
ignores other things,  that  is,  bottom-line mentality.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overall resources, there is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eam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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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statu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team, strive for benefici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eam members, some employees show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which violates ethics in order to
protect or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of their teams and team members.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on employee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The samples come from project teams of fou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Henan and
Jiangsu provinces, covering business functions such as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anufacturing. Respondents include employees and team leaders in the project team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on method deviation, the data collection work was carried out in three phases,
with an interval of one month. The research finally obtained 245 pairs of matching data from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and use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ing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how that when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is high, team members are
more likely to implement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in order to obtain the benefits of the team. Moral
disengagemen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and employee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may excuse employees from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by psychologically attributing the behavior to leaders who are authoritative, or by directing
group interests to reduce moral guilt and condem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the leader
identification, the stronger the above-mentioned influence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and innov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 although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has begun to focus on altruistic unethical
behavior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As the team increasingly becomes the main mode in the workpla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unethical pro-
group behavior, which broadens the research boundary of altruistic unethical behavior. Second, moral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discuss the generation of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how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further leads to unethical pro-
group behavior by inducing the employee moral disengagement from the moral perspective. Third,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on employees depends on whether employees agree with the
leadership’s behavioral logic to a large ext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leader identification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an remind enterprises to be alert to and correct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cultivate an overall view, strengthen moral guidance to employees, and promote healthy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eams.

Key words: bottom-line mentality;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moral disengagement; leader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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